
第一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探讨两个不同聚落中的主要组成单位居址和墓葬之间的

时空关系，对汉代合浦社会作初步复原。

聚落考古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几乎与中国考古学同步。上世纪 30 年代对安阳殷墟

的考古发掘，50 年代对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华阴横阵村等一系列仰

韶文化村落遗址和墓地的发掘，以及对郑州商城的大规模勘探与发掘，也都是聚落考古的

早期实践。“聚落考古”一词则源自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它的理念和方法被陆续介绍到

国内。

聚落考古是考古学引进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原理，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

目的是探讨居住于同一聚落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曰聚落社会的结构）、聚落社会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依据研究层次的

不同，聚落考古的内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第

二，聚落分布与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
[1]

在不同类别的考古学研究中，聚落考古规模最大，能提供数量较多、质量更高的信息，

从而能拓宽研究者的视野，提高研究人员的洞察力和能增进学者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

能力。因此，聚落考古在考古学研究中处于较高的层次或层面
[2]
。在我国，聚落考古的方

法多运用于史前考古，但一般认为，广义的“聚落”包括城市，城市作为聚落的高级形态

和类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
[3]
。因此，在表述中，常把汉代聚落分为乡村和

城市两大类。

在城市聚落遗址中，遗迹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房屋、灶坑、灰坑、沟、水井、道路、

活动场地、作坊、排水设施、防御设施和墓葬等。这些遗迹是人们各种活动的产物，并且

总是同一定关系的人群相联系，所以它们通常是相互匹配存在于聚落遗址之中，从而形成

一些小而全的单位，可以称之为聚落组成单位，都可以看作是聚落的构成元素。其中，揭

示居址、城址、墓地等这类集群遗存中的同期诸单位的平面布局，是聚落考古的首要而又

必须达到的目的。
[3]

判断是否构成一个聚落组成单位，需符合三个标准，即空间上具有连续性，功能上具

有互补性，时间上具有共时性。

所谓空间上的连续性是指聚落组成单位的所有遗存存在于同一个活动范围之内，它们

在空间上是相连接的。如一座（或一排）房屋前面的庭院，屋外通往其它区域的道路，又

如一座城址和城外的墓葬区，等等。这些空间上连续的遗存如果符合其他要素的要求，就

构成了一个聚落组成单位。反之，如果相距较远、在空间上不连续，即使符合其他要件，

也很难将其作为一个聚落组成单位来对待。



所谓功能上的互补性，则是指这些空间相连接的遗存在功能上互补，它们相互结合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必要活动。譬如一个烧制陶器的作坊，加工原料的场地、制作

陶坯、存放陶坯陶器和供人休息的房屋，晾晒陶坯的场地，水源，烧制陶器的窑，以及各

种相应的工具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和反映了制作陶器的功能，这些遗存的功能是互

补的。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居址和同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人类生死两方面的主要遗存，也

可以理解为互补性质。

至于聚落和聚落组成单位的共时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无论是一个家庭、家族，

还是一个更大一些的社群组织，他们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而表现在聚落形态上就

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聚落形态无时不在发生着程度不一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房屋

的改建和扩建，其它与人的行为有关遗存的增减等。但一般而言，只要是考古遗存所反映

的聚落形态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就可以认为是一个聚落或聚落组成单位。依目前的

研究，确定考古遗存的共时性，可从以下四方面把握：

其一，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传统方法并结合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把具有共时性的

遗存在局部或整体上集合起来。首先，根据各种遗存的层次来确定其共存关系。在一个遗

址的发掘中，我们往往把文化堆积按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等的差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根据

地层学的原理，自下而上的不同层次，代表时间早晚不同的人群的活动。由于人的活动，

多半会在两层之间留下各种人为的活动遗存，还包括叠压和打破关系的遗存，这些遗存我

们一般认为他们具有共存关系，这样就把聚落遗址的各种遗存以层面为基准从平面上表现

出来。然后，是在层位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各个单位出土遗物类型学分析，确定各地层单

位的相对年代关系，进而把它们划分成不同的期、段，按期、段的时间跨度来整合各种考

古遗存。

其二，从寻找承载人们开展各种活动的“地面”人手，以确定各种遗存的共时性。人

类的各种活动，都是依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面”上展开的，因此，把聚落遗址中的每

层地面及其地面所承载的人们各种活动的遗存按顺序完整揭露出来，是真实的再现聚落遗

址原貌有效方法和途径。这里所说的地面是一个包含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既有自然形成的，

也有人为特意加工的。诸如房屋的居住面、加工制作工具的工作面、广场上的一般活动面、

农田的耕作面、路面、墓地等等。

其三，根据研究目标的层次性和对象的特殊性灵活把握共时的尺度。聚落考古研究与

实践中，“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判断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应针对不同的工作对象

与目的，设计特定的工作和研究方法，以获取有关聚落研究的资料。如研究聚落内一个墓

地形成过程与布局结构，进而探讨墓地反映的人群的社会组织结构，共时的尺度即可以以

随葬陶器类型学分期的期、段为尺度，同期段即视为同时。

其四，要注意到墓葬和居址出土物之间的差别。墓葬是人们意识行为的产物，随葬品



多半是当时使用或新制作的器物，共存关系的同时性较强，而居址中保留下来的遗物往往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形状多不完整，所获遗物也以破坏后随意抛弃者为主；墓葬的随葬

品一般成组成群，并且多为完整器或可复原，而居址中的出土遗物不仅多为残片，组合关

系也往往很不完备，因此，在进行墓葬和居址的类型学分期研究时，尽管原理和方法相同，

在具体做法上要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一定差别。

此外，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是生活在双重环境之下的即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因此，路

易斯·宾福德认为，聚落考古一方面强调通过聚落形态研究古代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强调

分析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社会环境对人的居住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的影响至关重要，同

时也不能忽视自然环境对人的居住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影响。中国史前大陆沿海岸和海岛沿

岸的沙丘、贝丘遗址的聚落形态与内陆地区的聚落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沙丘与贝丘遗

址多千栏式建筑，这与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关，而内陆地区的环境较沿海干燥寒冷，因此其

聚落多地穴式、半地穴式和窑洞式建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

必然反映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居住方式方面，就表现为人类聚落形态的多样性。

据此通过聚落考古研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有可能的。近年来在珠江三角洲、上海、

天津、山东以及长城地带的聚落考古研究有了很大的起色，不再只局限于对社会组织结构

和社会关系的探讨，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对聚落形态和分布的影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中国聚落考古在研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方面还很薄弱，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多

学科的综合考察，聚落考古在研究生态环境方面会越来越深入
[4]
。

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

同范围的聚落
[5]
。历年开展合浦大浪汉城址与双坟墩土墩墓、草鞋村汉城址与合浦汉墓群

的发掘，以及通过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分期年代研究，夯实了我们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

基础。但由于两城内民居覆盖、历史上破坏严重等诸多客观条件限制，发掘面积还十分有

限，目前对城内的布局也因此知之甚少。故本研究从大处着眼，主要探讨城址和墓葬两大

方面遗存的时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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